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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纶教授经济短论集锦 

编者按：王传纶教授为我国经济学大家，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其道德文章，久为学界景仰。难能可贵的是，他虽届耄耋之年，仍思索不怠；每发议论，均文笔隽永，见解独到。使人读来如陈年佳酿，意味深长。此次特别刊发王传纶教授经济短论5则（原载于《金融博览》2006年第10、11期，2007年第3期），以飨读者。篇幅虽短，但所蕴至精至深，非厚积薄发而不能达此境界也。

1.对汇率制度选择的若干思考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使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再那么单纯了，它已变成了国际经济学界、政界和商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当今众多的学者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汇率制度学的研究者，其观点在国际上也深有影响力。我记得2003年和2004年他先后两次来北京时曾就人们关心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发表过重要的见解。

威廉姆森提出，一个国家的汇率应该是“竞争性的”，也就是说是既不高估，也不低估的汇率水平。能够使汇率保持在既不高估、也不低估的竞争性水平，而且使这种汇率能够起作用的汇率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威廉姆森长期倡导“实际有效汇率”。虽然要计算实际有效汇率的具体数值存在很大的困难，但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确定汇率水平和选择汇率制度的一个重要参考系，只是无法作为一个操作的基础和根据。威廉姆森还在多恩布什BBC规则基础上增加了“监督区”的内容。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和研究。

威廉姆森曾在他的“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币值低估时会受到市场的压力，同时也指出币值高估时同样会受到市场相反方向的压力。他给出了一些例子,如拉美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以及20世纪80年代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的例子。这些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经验。在1994年建立单一的汇率制度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人民币汇率既经历了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经历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威廉姆森先生提出，应该研究这两种压力的影响和作用是否是对称的。或许我可以补充一点，即可以研究一下这两种压力是如何在很短时间里发生转化的。

其次，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汇率制度“两极论”认为，汇率制度要么是绝对地固定，要么是完全地浮动，中间汇率制度是无法维持的。实际上，百分之百的纯浮动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从较长时间来看不存在。很多国家的汇率制度是处于两极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威廉姆森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我认同他的这一观点。

最后，威廉姆森先生提出，归根到底，汇率制度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汇率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既汇率制度选择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影响。这里我补充一点，那就是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是选择汇率制度时需要考虑的两个问题。

这里，我认为，所有的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都需要权衡利弊得失。一个国家在考虑制度变革的利弊得失时，对现行制度利弊得失的权衡是比较具体的，甚至可以量化。譬如，现行汇率制度对中央银行基础倾向投放所造成的压力，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等，都是可以计算得比较清楚的。由于我们要实施一个新得，不同的制度，首先就应该考虑新制度的利弊得失。但对新制度利弊得失的权衡难以具体预料，必然会有一些推测、估计和不确定的因素。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恐怕任何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对于汇率制度的改革过于小心。我认为，过于小心谨慎当然不妥，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对于一个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变革必然是非常谨慎的。希望我们能更加深入、透彻研究和认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的决策就能更快、更有把握。

2.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一次探讨财政体制问题的座谈会上，外国友人发表了一些意见，我也谈了一些想法。主要是以下几点：

各国的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在格局和形式上都不会一样。这是因为，各国的行政体制不会完全一样，各国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不可能有一个各国都一样的模式。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地方分权或者中央集权是一个博弈过程。应把两方面较好地结合起来，减少矛盾，使政府活动在总体上能发挥比较好的作用。因此，也不可能有一个不变的模式。

无论哪个国家，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变化很大。美国宪法原来使不允许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的。上世纪初宪法做了修改。才有充足的财力，政府才可以做很多事，在经济困难时期实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新政”，才能调解个人和公司企业的所得。等到联邦政府已经掌握很大资源而且在经济工作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有人提出来联邦政府是不是掌握的财力过多了，公司企业是不是受到了不利影响的问题。因此，美国几届政府都说要减税，要缩小一些政府的活动，把政府活动从联邦交给各州和地方。这样看来，美国的州，地方和联邦政府间财政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有一个专门名词——财政体制，主要意思是在制度上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相应的管理职责。财政体制不是固定不变，但也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规范财政体制，有国家的宪法和其他高层次的立法，但也有政府的行政法规，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法规体制”。有必要从这个“体系”中区分出哪些是核心部分，保持相对的稳定；哪些是非核心部分，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

我们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财政制度，叫做转移支付制度，有助于处理财政体制的矛盾。中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地区间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有相当差距。在中央和地方上下级财政之间，规定要上缴或者下拨一定数额的资金，可以缓和上述种种不平衡问题。但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是财政体制的核心，也不应是处理财政体制矛盾的主要办法。比如说，转移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财政之处钟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转移的方向越来月单一，基本上都是由上向下拨付资金，这实际上表明财政体制应该作一定的改革和调整，才能使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处理得更好，使财政管理中统一政策目标和各级政府得积极性二者结合得更好。

3.经济理论中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在同一著作中提出两件大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成因，“无形之手”的作用。二者应是有关的。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斯密本人并没有详尽地阐述，只是给后人留下思考探索的无尽余地。 
  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在“无形之手”上做了无数的文章，专注于市场运行的机制，演绎成系统的市场均衡理论。在演绎过程中，为了理论系统的完美，不得不切断经济事物间客观存在的某些“相互依存”，明确地或隐含地假设“其他事物不变（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对市场机制作了静态下的分析。在这样的静态分析中，市场均衡自然地占了核心位置，以至于像斯密那么关注的经济增量、社会发展的动因和问题，在这样“完美”理论系统中，也往往成为“局外”事物了。 

  其实，以静态分析为主的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界也并不普遍接受。以英国的马歇尔为例。他倡导了市场局部均衡理论，但并不甘心于静态分析，还是想把时态纳入它的理论系统。他承认市场供需状况并非不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同地作用于均衡价格。他说：在极短期内，生产成本对价格没有直接影响，决定价格的是市场需求，农产品就是例子；在短期内，厂商可以改变产量但不能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生产方法，因而厂商的边际成本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价格；而在长期内，要素配置、生产方法和产量以及边际成本都可以变动，因而会对均衡价格起更大的作用。 

  一个静态均衡的理论系统中加入了时态因素，添加了某些动态分析的成分，但并不能使该理论就成为动态分析理论。从马歇尔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考虑了市场供给的变化，但没有同等地探索市场需求的变化；他考虑了市场定价的变化，却没有考虑市场运行变化的原因。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时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应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无法舍弃的事物间“相互依存”。 

  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西方经济学不能不走这一步。但这一步并不容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市场运行的非均衡、关于经济增长、关于资本作用、关于货币和通货膨胀、关于就业和商业循环等理论纷纷而起，从中都可以觉察到西方经济学在动态分析的方向上所作的努力。如果说，静态分析是从理论模型开始经过推理而演绎成一个理论体系，那么，动态分析只能是从现实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着手而取得一定的成果，能否由这些成果归纳而构成一个理论体系，那还很难预料。当今，经济活动全球化和多样性并存，对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形成某种“共识”，那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形成“共识”，那也是动态分析而不是静态分析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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